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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文登营暨明清卫所文化学术研讨会在
文登市召开。十余名专家对文登营的历史和卫所
文化进行了研讨，并对文登营将来发展和卫所文
化圈的打造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文登营，
沉寂多年之后，又一次引起人们关注的目光。

文登营组建于明朝宣德年间（公元 1 4 2 7
年），至今已有584年的历史。“营”是当时胶东
地区区别于“卫”和“所”的一种特殊军事设
置，类似于随时支援各卫所的快速反应部队，在抗
击倭寇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为抗倭寇“营”建制应运而生

14世纪以来，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在内战中
失败的封建主、商人、武士、溃兵组成海盗集团，在
封建诸侯、寺院、大地主的支持下，自元末明初开
始，经常侵扰我国沿海地区，烧杀抢掠，历史上称为

“倭寇”。
山东半岛地近日本，经济繁荣，是倭寇入侵的

重点地区之一。据各州县志记载，洪武至永乐年间，
倭寇骚扰胶东沿海不下百次。倭寇侵扰胶东，一般
在清明节前后，借助东南风自朝鲜西海岸进入山东
半岛。倭寇掳掠人口，焚毁村寨，劫掠财产，给沿海
人民造成了极大危害，引起了明政府的高度重视。
明政府开始在山东半岛沿海采取种种防倭措施，严
密布防，不断健全防倭机构，完善防御设施，并积极
主动地打击倭寇。

朱元璋在对历代兵制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
创立了明代所特有的卫所兵制。为进一步加强山东
半岛最东端的防御，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在文
登县最东端滨海地置成山卫，又在文登普庵郡建靖
海卫。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五月，在文登辛
汪都东北部置威海卫（此前威海卫所在地汉代称石
落村，元代改称清泉夼）。三卫建成后，山东半岛形
成了卫、所、寨、墩的四级防倭体系。但由于倭寇漂
流在海上，来去不定，突然袭击一卫，其他两卫难以
救援。为弥补这一欠缺，公元1427年，又于文登城设

立文登营，驻马步兵1000余人，以便与各卫策应。公
元1435年，文登营迁于城东5公里处，修筑了营盘，
号称“齐东重镇”、“东海名藩”。

当时，山东沿海11个卫所都处于消极防御状
态，每个卫和每个所之间协调非常困难。为此，明朝
在山东半岛组建了即墨营、登州营、文登营三大营，
专门配合各卫所对付来自海上的挑衅。三个营管辖
山东全部二十四个卫所，文登营管辖靖海卫、成山
卫、威海卫、宁海卫四个卫和四个千户所。营中设把
总(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
(正四品)等武职官员。把总为各营长官，与指挥同
知、指挥佥事共同掌管总营事。这样，在明初山东半
岛东部先后设立完善了营、卫、所防御倭寇的军事
体系。在当时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各营能就
近快速地传达军令，便于各卫、所及时策应，以应对
海上的突发侵扰事件。

三大营互为犄角之势，成品字形，部署于山东
半岛之上。在北方拱卫着渤海大门，为京城东南屏
障；在南方又可支援江浙抗倭。三大营的设置，在山
东沿海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大大充实了山东
海防，因此山东沿海的海防是巩固的和主动的。清
朝道光年间怀山堂抄录的《文登县志》，见证了这一
历史：“明初属莱州府，洪武九年陞登州为府，宁海、
文登皆属焉。三十一年就宁海、文登沿海等处立卫
所。”“明永乐六年倭寇成山，始置备倭都司以节镇
沿海诸军，宣德四年建文登营……”

“目前，文登营是明清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唯一
兵营建制，当年成立的包括福建、浙江等沿海各营
都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文登营则从兵营转成了地方
行政区，完成了整体转换。”山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王赛时如是说。

戚继光与文登营

戚继光出生于将门世家，祖籍登州（今蓬莱）。
其父亲戚景通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品格和作风，
对戚继光产生了深刻影响。严格的家族教育和几代

人的军事实践所形成的理论知识，使戚继光从小热
爱军事，为后来驰骋疆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以后，明朝政治的腐
败纵容了倭寇的猖獗，山东虽然不是倭患最为严重
的地区，但也时有倭寇入侵。嘉靖三十二年（公元
1553年）六月，戚继光晋升为署都指挥佥事，督山东
备倭事，管理登州营、文登营、即墨营三营二十五卫
所，设署于登州太平楼前，负责山东沿海备倭事宜。
戚继光的防地是一片辽阔的海域，西到黄河口，南
至山东与江苏交界处，包括山东半岛北、东、南绵长
的海岸以及沿海大大小小的岛屿。他到任后，看到
沿海卫所的士兵仅及原额的一半，且多疲惫老弱，
纪律松弛，号令不严，战守无备。他深知用这样的毫
无纪律的骄将惰兵应敌，是很难取胜的。因此，一上
任，他便从整顿纪律、训练士兵入手，全面治理军
队，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面对漫长的海岸线和松弛的兵备，戚继光肩头
的担子格外沉重。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情况，他开
始大搞部队改革，整顿卫所部队、培养军官队伍、严
肃军纪。相传在执法军纪的时候，他甚至严惩不服
从命令的舅舅，处死违反战场纪律的儿子，使全军
上下心悦诚服。至今在蓬莱阁东侧、丹崖山上仍然
保留着后人为他树立的阅海操碑记。

戚继光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由冷兵器时代向火
器时代过渡的时期，冷兵器和火器结合起来，形成
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在他兢兢业业的备倭战争
中，山东沿海成为当时沿海各省最为牢固的防线。
当年戚继光经常从这里登战舰出发，去文登、即墨
视察部队，在路过文登营的时候，这位将军居安思
危，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过文登营》：

冉冉双幡度海涯，晓烟低护野人家。
谁将春色来残堞，独有天风送短茄。
水落尚存秦代石，潮来不见汉时槎。
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负年华。

（后两句亦作：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
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抱负及远见

卓识。作为一代名将，时值明王朝国力衰弱，东边有
倭寇侵扰，北边有女真虎视，作者以戍边将士的情

怀感受这一切是自然的。戚继光历经嘉靖、隆庆、万
历三朝，史称“三朝虎臣”，征战42年。他的声望誉满
华夏，威震域外。

文登营的变迁

据《文登县志》记载，文登营于宣德二年（公元
1427年）初建在文城西门里。宣德十年（公元1435
年）迁至城东5公里处，即现在的文登营村。

文登营地处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三卫之中，
成为三卫之轴心。故明、清都司署建于此。营寨西依
峰山，北靠虎山，东北至东南为正棋山、老崮顶、三
奇山、官马槽群峰所环抱，逶迤成半包围形势，形成
天然屏障。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谓兵家理想之
地。

由于其特殊的战略地理位置，明朝在此布下重
兵。在当时，所有军士都必须成家立户，军士要有妻
室同行，驻扎于指定的卫所。明朝还改进了元朝的
军屯制，各卫所的军士大部分屯田，小部分驻防，征
伐统之于将，无事散归原驻地。军队屯田在减轻百
姓负担的同时，也能充足军粮，可谓一举两得。随着
军户在文登营的长期驻扎，大量荒田得以开垦，人
口逐渐增长。

到清朝顺治十八年（公元公元1661年），文登营
有兵3000多人，马1300多匹，为鼎盛时期。随着历史
的变迁，明嘉靖以后倭寇平息，文登营兵力大减。到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只留都司1人，兵4
人。至此，文登营这个海防关隘重镇已是名存实亡
了。1912年1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文登营中军都司
杨飞鹏逃跑，屯兵485个春秋的文登营从此解体。解
甲军士及家眷仍在此定居，沿用原名“文登营”。

由于文登营是当时的军事重镇，是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故周围一些村庄多以与文登营的方位命
名，如营西、营前、营南等村名，一直沿袭至
今。由于当年文登营的士兵绝大多数为“军户”
出身，均来自全国各地，故该村姓氏繁杂，几乎
囊括“百家姓”。

■ 探访齐鲁历史文化遗产

文登营：明代防御倭寇的“齐东重镇”
□ 本报记者 彭辉 本报通讯员 车田民

日本古称倭奴国，故古代中国史籍将日
本海寇称为“倭寇”。自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
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
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我国及朝鲜
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三百年之久。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
分为两个时期。嘉靖以前，倭寇侵扰限于部分
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
重祸患。元末明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
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
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犯我国滨海
州县。洪武时，明朝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
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六月，辽宁总兵刘江
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史称“望海埚之战”，
倭寇稍稍敛迹。正统以后，因明代海防逐渐空
虚，倭寇侵扰时能得手，致倭患又起。这一时
期的倭寇成员多为日本本土之人，除赤裸裸
侵扰外，还利用中日间存在的“勘合贸易”载
运货物和武器。路遇官兵，则矫称入贡；乘其
无备，则肆行杀掠。

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其原
因有四：战争造成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
产和失业，流为寇盗；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
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大陆
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日本室町
幕府已名存实亡，无力控制全国政局，诸侯各
自为政，尤其是南方封建主，将掠夺中国大陆
视为积累财富的捷径；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
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等，由于各
种原因留居日本，部分人勾结倭寇侵扰中国
东南沿海地区，掠夺大量财物。从内部来看，
此时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不问政事，严嵩
专权，贪贿公行，致吏治腐败，沿海士兵大量
逃亡，战船锐减，海防设施久遭破坏，为倭寇
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靖二年（公元1523）六月，日本封建主
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
素卿，因争夺对明贸易，在中国土地上相互厮
杀。宗设格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
掠宁波、绍兴一带。杀掳明朝指挥刘锦、袁琎
等，夺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动朝野的“争贡之
役”。此役之后，两国贸易实际中断，倭寇走私
贸易愈加猖獗，并伺机多方掳掠。

嘉靖二十一年，倭寇由瑞安入侵台州，攻
杭州，侵掠浙江沿海。二十三年，倭寇聚于宁
波境内肆行劫掠，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
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
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激
起中国朝野上下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愤怒
反抗。在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领
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三
十二年，俞大猷率精兵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
重创倭寇，又在王江泾歼灭倭寇两千人。四十
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
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
建、浙江倭寇。四十四年，戚继光与俞大猷
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
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相关链接·

明朝的“抗倭”历程
□ 彭辉 整理

2003年5月5日上午，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警方
接到当地文物管理所报案，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罗家坝遗址一处重要的古墓被盗，警方迅速
出击赶赴现场。

经过现场侦查，他们发现位于河沿上的一座
古墓被人从中间挖了一个盗洞，而且定位准确、手
法老练。于是，四川省的文物部门决定，即刻起对
罗家坝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也由此使这里成为
继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之后，四川考古的又一
个重大发现。

□罗家坝遗址距宣汉县城35公里。春秋战国时
期，这一带就是通往秦国、楚国和蜀国的必经之
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当地的村民就曾在这一
带发现过大量的文物。

有村民回忆，那时他们经常会用锄头在不经
意间挖出一些破碎的陶片，而且还能捡到一些大
小不一的青铜器物。为此，多年以来，省、市的文物
专家们也曾多次前来考察，采集样本。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四川省的考古专家
们就已经把目光集中到了这片土地上。这里也曾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过两次大的考古发掘。

经过多年反复的走访和论证，直到20世纪末，
专家最终认定，这里极有可能隐藏着春秋至战国
时期一个庞大的土坑墓群和一个汉代遗址。

2001年6月，罗家坝遗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对古墓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也就从那时
起悄然拉开了帷幕。然而，每一次对罗家坝遗址的
考古发掘，都会给专家们带来惊喜，也同时给他们
带来更多的疑问。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这座被盗的古墓渐渐
呈现出它与众不同的特点，而接下来的发现，也大
大超出了考古人员的想象。

在发掘的时候，先是礼器暴露了，然后发现上
面有一些动物骨骼的填充，墓葬填土中还有大量
的木炭，表明这里曾经进行过大量的祭祀活动，因
此考古人员判断这里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墓葬。

以往在对罗家坝遗址的发掘，都留给专家们
太多的问号，对遗址年代的确定，一直是他们寻找
问题答案的关键。在对罗家坝遗址的考古发掘中，
除发现有大量战国时期的巴人墓葬外，考古人员
还同时发现遗址的文化堆积也非常深厚，整体涵
盖了新石器晚期至夏、商、西周直至两汉时期近两
三千年的巴文化堆积。这使得专家们不得不对这
里巴人的来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根据很多文献，包括《华阳国治》、《山海经》的
记载，巴最早应该在汉水流域跟江汉平原那一带
发起的，它跟楚是合在一起的，因此有人曾经提出
叫巴楚文化，这是指的西周以前，后来楚强大了，
跟巴人发生了矛盾，巴人被赶出来了。

一直以来，关于巴人的起源，在学术界始终存
在着不同的说法。陕南汉水一带也因发掘出商周
时期的巴人青铜器，而令不少考古学者认为，早期
的巴人是从汉水往东而迁徙至清江的，这种说法
也曾一度占据过主导地位。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巴人最早出现在夏
商时期湖北的清江流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10

年的时间里，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多处早期的巴人
遗址，以及一批商代早期的巴人墓葬，挖掘出石
器、陶器和骨器等文物近万件。这一成果为探索巴
人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考古依据，有力地证明了
鄂西的清江流域，是早期巴人频繁活动的主要地
区。

□罗家坝发现的这批巴人遗址和墓葬群，时
代久远、内容丰富，有的器物具备早期巴文化的典
型特征。鉴于这种情况，有人提出罗家坝的巴人先
民或许不是从外地迁入的，也许是与清江流域的
巴人处在同时期，而不是同一区域的巴人祖先，他
们所经历的年代或许还要早于清江流域的巴人先
民，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几周后，在考古人员的辛苦努力下，古墓渐渐
露出了它原始的面貌，专家们随即将它定名为33号
墓。

33号墓葬的平面形状呈“曲尺形”，北宽南窄，
属于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葬北端宽7 . 3米，南端宽
5 . 5米，整座墓葬南北长约9米。墓室的东边分为三
个部分，中间的部分就是发现盗洞的地方。

墓主人的身份应该说是王族一级了，他的所
有随葬器首先是以四为基数的，包括四个陶罐、四
个天地盏，同时兵器基本都是八个或者是十二个
或者是二十四个，都是以四为基数的，而青铜礼器
基本都是单数的。

连续几天的时间里，考古人员先后在墓室内
发现了大量叠压存放的铜器和生活用品，其中的
一些铜器，是四川省考古的首次发现。

然而，此时仍然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
又经过数天的发掘，考古队终于成功地接近

了墓室的位置。不久，墓室内有3具尸骨率先呈现
出来。3具尸骨头朝南方，被整齐地摆放在墓坑中
央，死者的脸部全部向东，左臂均是卷曲地放在胸
前，可右手却都是处于非正常状态。有的是小臂和
大臂紧紧地贴在一起，有的肘关节已经错位，所以

说，这3具尸骨很可能是殉葬或者是祭祀的牺牲
品。

这时，有人在旁边的一些祭祀品下面隐约发
现了板状的东西，这可能就是墓主人的棺椁。也就
是说，在这厚约30厘米的土层下，才是真正埋有墓
葬主人的地方。

一天，考古人员又在墓室的南端发现了数十
件青铜兵器，出土了包括矛、戈、剑、钺等器物。这
时有专家联想到，多年以前在四川的巴人考古中，
凡是年代被定格在东周以前的同级别墓葬中，很
少出现如此之多的兵器；而在此之后的春秋战国
时期，特别是在战国时期的巴人墓葬中，便开始出
现了一些随葬的青铜器物，尤其是青铜兵器的数
量很多，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巴进来以前，蜀国内部是非常和平的，
很少有战争，三星堆、金沙没有发现大量的兵器。
而战争多是在巴进来以后，跟蜀之间战争才遗留
了那么多兵器下来。

随后的几天里，考古队又在墓室中陆续发现
了一些随葬品，在墓坑东边靠近墓主人棺椁的位
置，有5件陶器被挖掘出来。这些陶器由于长年被
泥土掩盖，上面的彩绘显得有些暗淡，但即使如
此，却仍然磨灭不掉它昔日的光辉。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墓葬区内的发现再
次令人震惊：这片遗址的墓葬密度非常高，一个100
平方米的范围内，竟然会分布着10座左右的墓葬。

墓内尸骨的头均是朝向南方或西南方，绝大
多数是仰身直肢葬。通过对这些尸骨进行鉴定后
得知，死者年龄一般在30至40岁左右，并且男性居
多，而老人和小孩儿却很少。

几天后，墓主人的尸骨终于被找到了。在对尸
骨进行了综合分析后，专家们发现墓主人当年极
有可能是战死沙场的。联想以往对罗家坝遗址的
发掘，墓主人也多是被兵器所伤，这显然与以往其
他地区巴人墓葬有着明显的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33号墓葬的发掘中，绝
大多数的墓葬中都有尸骨和数量不一的随葬品出
现，但这其中却另有四座发掘出来的墓葬，竟然是
空墓。这一发现起初令专家们不解，但是很快这个
疑问便得到了答案。

专家分析，当年在巴人将士出征前，这些墓葬
就已经修好。一旦他们中的有些人为国牺牲，他们
的遗体一定是由生者带回来将其安葬的。而那四座
空墓，则有可能是预先挖好却因故未能使用而多余
出来的墓穴。

针对罗家坝遗址中的这些发现，考古学家们提
出了疑问：罗家坝遗址的墓葬分布密集，出土了大
量巴人尸骨和兵器，其中一些规模较小的墓葬内也
多是一些被砍杀、被箭簇所伤的士兵。那么，这种种
迹象能否表明，罗家坝在当年曾经是一座经历过多
次激战的古战场呢？

自战国中期开始，楚国向巴国大举进攻，而今
天的重庆，在当时作为巴国的都城所在地，更是成
为巴楚战争中，巴国的军事基地和重要的军事据
点。

昔日里楚地的大米、巴地的食盐、古老的巴歌
楚韵，渐渐地被巴楚两国频繁的军事冲突所取代。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个曾经一衣带水、不
分你我的昔日盟友转而刀兵相见了呢？

在中国三峡博物馆里有一个由上百个几乎是
一模一样的陶罐所组成的展区，层层叠叠的陶罐排
列出一个庞大的阵容。实际上，这些陶罐来自重庆
忠县的中坝遗址，考古学家将它称为圜底罐。

有专家回忆，在当年发掘时，这种圜底罐层出
不穷，后来挖出来的圜底罐竟然堆成了山。如此多
的单一种类的器物堆积，证明它们显然不是生活用
具，而应当是用于某种生产活动的器物。

这些陶罐正是巴人熬盐用的工具。考古人员在
中坝发现了东周时候的一个制盐工厂。无疑是巴人
最早发现并开发了这里的盐泉。也正是从那时开始，

巴 国 探 秘
三峡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发达的盐业。盐几乎
成了巴人生活的主要部分，而繁荣和战争也
由此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

公元前377年，巴人迫于楚国强大的政治
和军事压力，再次开始了一个民族的辗转迁
徙，随后进入到四川盆地。

巴人在进入蜀地后，很快融入到当地的
文化之中。在长期的相邻共荣且共同抵御外
敌的前提条件下，巴蜀两国开始结盟抗楚。但
随后不久，这种联盟在秦人统一中国的铁蹄
下，被再一次地打破了。

□古老的巴人民族留给了世人太多的想
象空间。而多年以来，考古发掘的成果还是大
大丰富了巴人的历史文化研究。尤其是三峡
库区的文物抢救工作以及众多巴人遗址的考
古发掘，给许多难以破解的巴人之谜找到了
相关的答案。

有专家认为，一个曾经在长江沿岸生存
了数百年的国度，产生过一代又一代的巴王。
而经历过多次民族大迁徙的巴人，在战国后
期，由于受到秦楚两国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
力，其中的一部曾落脚于此，最后是在这里归
于消亡的。

自发掘以来，除同时发掘的其他几座墓
葬，考古人员仅在33号墓中就发掘出200多件
珍贵的文物，这其中大部分是铜器。这些铜器
大多分布于墓主人的尸边以及头足两端。与
铜器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陶器、骨牙器和玉
石器等等。

这些出土器物无论在制作工艺还是外观
形制上，都体现出巴文化的典型性和多元性。
过去，传统意义上认为偏远落后的川东地区，
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丰富的巴人遗存的。然而，
眼前的这些发现的确令人吃惊，这表明巴人
在当年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是极为紧密的。

在33号墓中，考古专家们还发现了一件
镂空青铜器的残器，造型和镂空工艺和三星
堆的器物非常相似。对此，他们也试图把它和
三星堆的起源和消亡联系起来。如果能够证
实这件器物确实和三星堆有关系，那就说明
三星堆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向周边流
传，这对揭开三星堆的消亡之谜无疑又会增
加一条重要的线索。

虽说今天的专家们仍旧对那些神秘的巴
人符号，对巴王国与周边文化的界定，还存有
不同程度异议，但我们仍然相信，这些曾唤起
一个民族几代人前赴后继、甘愿为国牺牲，同
时充满着神奇力量的符号，一定能为我们带
来一个个来自于远古的心声。

聆听这些声音，我们仿佛看到江面之
上、峡谷之中，一个个巴人的先民们正朝我
们走来。放轻你的脚步，跟随他们就一定能
够踏上那条通向故国的探索之
路。

罗家坝遗址33号墓 罗家坝遗址文物仓库 巴蜀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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